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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清丝路】

“海上书籍之路”：清前期汉籍入琉
与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

孙　岩

摘　要：１７－１８世纪，大量汉籍通过闽浙沿海的朝贡活动与海上贸易流播域外，中华

文化由此进一步影响了东亚地区。康熙朝开海后，清廷对琉球实行优待政策，大批琉球学

人得以常驻福州，并广泛地购买汉籍和刊刻著作。儒学、教化及诗文图书为入琉汉籍之大

宗，史籍、医书以及闽纸和闽版也持续输入琉球。当时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，向内关

联建阳、四堡和江南等出版腹地，对外连接琉球、日本等海外市场的书籍供销网络。琉球

人遂充分利用福建书业，助力琉球文教和出版业的发展，最终推动了东亚的 “书籍环流”

及文明互动。可见东亚的海路不仅是朝贡与商贸之路，亦是一条覃敷文教的 “书籍之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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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前期，以程顺则为代表的琉球学子频繁渡海，于闽地求学之时广泛地购买汉籍和刊刻著作，

中琉文化由此实现了更深层的互动。此前学界主要从整体上勾勒中琉文化交往，并围绕移民群体和

来华勤学生的事迹展开讨论，① 近来亦有学者注意到汉籍在琉球社会的流传与再生问题。② 但受限于

材料和选题倾向等原因，人们对汉籍入琉的诸多情形仍不甚清楚，如其阶段、途径、种类以及汉籍

入琉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、社会基础与文化影响等问题。由于福建刊刻的汉籍和雕版对琉球、日本

社会均有深远的意义，故本文拟在进一步挖掘中、日材料的基础上，以程顺则等琉球学人的活动为

线索，勾勒出福建书业的联动效应，在揭示汉籍入琉的过程及其影响之时，呈现出政策、学人与社

会文化环境的互动情形，进而反思东亚的 “书籍环流”与文化交融形式。

一　清琉交好与琉球学人的书籍活动

琉球介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琉球在东亚商路与文化交流当中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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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谢必震：《中 国 与 琉 球》，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；赖 正 维： 《清 代 中 琉 关 系 研 究》，海 洋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 版；谢 必 震：
《从清朝档案看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》，《历史档案》１９９４年第３期； （日）上 里 贤 一 著，陈 玮 芬 译： 《琉 球 对 儒 学 的 受 容》，
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３卷第１期，２００６年；关于琉球勤学生，学界主要围绕程顺则等代表人物的事迹展开，参见徐恭

生：《琉球国在华留学生》，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１９８７年第４期；（日）崎原丽霞：《从程顺则生平著作看儒

学在琉球国的传播》，《日本问题研究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。

高津孝等人初步探讨了汉籍在琉球的流传。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 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

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日本勉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１４１—１６２页；王小盾、吴云燕：《从古文书看汉籍在琉球的流传与再生》，
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２１辑，中华书局２０２１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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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了一定的角色。琉球至明初始通中国，但它在明清朝贡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朝鲜，与中国交往甚

密，“其虔事天朝，为外藩最云”①，既是明代事实，亦是清修 《明史》时的现实映射。而大量汉籍

在１７－１８世纪进入琉球，首先得益于清廷的对琉政策和琉球学人的群体性努力。

清初东南地区战事连连，海域失序，但琉球仍屡次尝试与清廷建交。三藩之乱时，耿精忠曾派

人招抚琉球，“王不肯从”，且遣使 “探问清朝安否”。“圣祖大悦”，并屡赞琉球 “当闽疆反侧，海

寇陆梁之际，笃守臣 节，恭 顺 弥 昭，克 殚 忠 诚，深 可 嘉 尚”。② 这 为 此 后 清 廷 的 对 琉 政 策 奠 定 了

基调。

随着三藩与台湾的平定，清廷转向开海，采取了积极的睦邻政策。康熙朝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团

的次数居历代之冠，在使臣升格、税额减免、贡使人数及其礼遇提升等方面对琉球多有优待。③ 康

熙帝还御书 “中山世土”赐予琉 球 国 王，雍 正 帝 又 书 “辑 瑞 球 阳”颁 交 来 使，故 称 清 廷 “优 恤 至

意，超越千古”④。同时，康熙朝重新接纳琉球官生入太学肄业，并给予优待。⑤ 除官生外，琉球还

可派遣大量的勤学生长驻福建。被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的程顺则，便是早期勤学生的杰出代表。

程顺则 （１６６３－１７３４）以儒学造诣和改革琉球政教闻名，他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和传播，与其长

期在福州的学习经历和书籍活 动 密 切 相 关。康 熙 二 十 二 年 （１６８３），程 顺 则 被 授 予 “通 事”之 职，

随谢恩使团来华，留驻福州柔远驿，并以 “勤学”的身份拜儒士陈元辅为师。在四年多的在华生活

中，程顺则结交福州士人，见识了大量汉籍，为他在华的人际网络及后续活动奠定了基础。期间所

见的 《六谕衍义》令他印象深刻，“是书词简义深，言近指远，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淳厚，抑可以

教子弟而通正音”⑥，此即程顺则日后将其 “刊布国中”的缘由。康熙二十七年，程顺则奉命为接贡

存留通事赴闽，居柔远驿三年，再随陈元辅研习理学和诗文。归国前，他 “在闽捐资二十五金，购

得十七史全部……归献孔子庙”⑦，以供琉球学子查阅。康熙三十六年，程顺则候船期间又将自己在

华所作诗文编成 《学堂燕游草》，并自费刊印，回国传布。⑧ 康熙四十六年，在福州 “捐资六十金”，

刻印 《六谕衍义》《指南广义》及其子生前所作诗稿，并将刊本与书板带回琉球，以供重印和翻刻。

后程顺则又以重金购得 《朱子真迹》《诗韵释要》等书籍，归国后献予国王。康熙五十九年，他又

自费购买了数十部 《皇清诗选》，将其分赠与琉球王府内书院、孔庙、评定所及其师友。⑨ 康熙六十

至雍正三年 （１７２５），程顺则在郑晃、王登瀛等友 人 的 支 持 下，于 福 州 陆 续 编 印 《中 山 诗 文 集》�10，

这也是古代仅有的一次对琉球汉诗成就的收集和检阅。此后程顺则因年老未再赴闽，但仍在琉球和

日本推广汉籍。�11 《琉球国志略》载程顺则 “勤学励志……爱民洁己，不营宠利”， “卒之日，书籍

外，无余赀，国人至今犹争道之”。�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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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》卷３２３ 《琉球传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８３７０页。
（琉）蔡铎、蔡温、郑秉哲：《〈中山世谱〉校注本》卷８ 《尚贞王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，第１３２页。

赖正维：《清代中琉关系研究》，第１４—２３页。
（清）任五伦：《中山诗文集跋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２２册，鹭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，第３４９页。
《清圣祖实录》卷１１５，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丁未，《清实录》第５册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２０１页。
（清）竺天植：《六谕衍义序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２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１８页。
（日）那霸市编辑委员会：《久米村系家谱》卷１ 《程氏家谱》，日本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５４６页。
（琉）程顺则：《学堂燕游草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２５册，第５２—６１页。

以上参见 《久米村系家谱》卷６ 《程氏家谱》，第５４６—５４９、５５７—５５８页。
《中山诗文集》在１７２１年初版于福州，经四年完成。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藏有１７２５年的福州刊本。参 见 严 明： 《东 亚 汉 诗 流

变》，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，第６３９、７３０页。
（日）上里贤一：《琉球对儒学的受容》，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３卷第１期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１３页。
（清）周煌：《琉球国志略》卷１３ 《人物·程顺则》， 《国 家 图 书 馆 藏 琉 球 资 料 汇 编》中 册，北 京 图 书 馆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，第

１１３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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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顺则作为琉球传播汉籍的先行者，一生五次来闽，在华生活１０多年，各类文献中记载其购

买或刊刻汉籍的重要事例共有１０次，其中至少有七次发生于福州 （表１）。在汉籍种类上，前期主

要是史籍和教化类图书，后期则以诗文为主。由于他多次将所购汉籍献予琉球学校，引起后续学人

的效仿，故琉球有 “文庙两庑皆蓄经书，多自福州购回”之说。①

表１　程顺则主要购刊书籍活动

次序 时间 （年） 地点 书籍 总量 活动类型

１ 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三十二年 福州 《十七史》 各一部，共１５９２卷 购书

２ 康熙二十八年 福州 《雪燕堂游草》 未知 刻书出版

３ 康熙四十六年 福州 《六谕衍义》 书板、书籍各一部

４ 康熙四十六年 福州 《指南广义》 书板、书籍各一部
刻书出版

５ 康熙四十六年 福州 《焚余稿》 未知 刻书出版

６ 康熙四十七年 天津 《朱子真迹》 一册 购书

７ 康熙五十四年 福建 《诗韵释要》 一部 购书

８ 康熙五十九年 江南 《皇清诗选》 每部３０卷，共数十部 购书

９ 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三年 福州 《中山诗文集》 未知 刻书出版

１０ 雍正三年
日本

京都

《枕山楼诗集》

《枕山楼课儿诗话》
未知 刻书出版

其他琉球学人也常在福建购买和刊刻汉籍。如１８世纪初的 《官话问答便语》曾将琉球人在福

建的常见场面编为汉语会话课本，其中有条关于购书的内容：

勤学：“我要 《四书体注》一部、《古文》一部、《唐诗》一部、《诗经》一部、《易经》一

部、《礼记》一部、《书经》一部、《春秋》一部。”店家：“……书在这里，相公请看。”勤学：

“这书不当好，字又糊涂，板又假，故乃是土板，我不中意。我要的是苏板，字画分明，纸张

白净方好。”店家：“有，价钱会贵些。”勤学：“我只要好的……你这个价钱开忒贵了，这些书

我们年年都有买的，我都是晓得，不用许多。”……店家：“相公价还太少了，折本生意，断难

从命……。”勤学：“你说笑话，这几部书如何差得几钱银子，你总是要添。也罢，再加钱半钱

就是了。”店家：“好，我若不卖，相公一定要怪，卖又折本。罢了，此番相让给相公，望你下

回再来买书补过。”②

材料中反映了几点问题：一是琉球学人常年购书，且熟悉行情，还价之事常有；二是福州书店

能为琉球人提供不同层次的选择；三是琉球人 常 购 四 书 五 经 及 诗 文 类 书 籍，且 购 买 这 类 用 书 者 甚

多，否则不会以此作为典型案例。其他一些细节亦透露出琉球人在福建的购书情况，如琉球通用版

《近思录》即为福建刻本，且其孔庙收藏的插图本 《四 书 集 注》，各 卷 末 多 有 “后 学 余 象 珍 赞”及

“余明台刻行”的字眼③，可知该版 《四书集注》或是由明末建阳余氏克勤斋所刻，或是根据建本复

刻而成；明伦堂使用的 《四书备旨》 《五经体注》 《六谕衍义》等教材，也多采购或刊印于福建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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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（清）黄景福：《中山见闻辨异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３０册，第４０５页。
（琉）佚名：《官话问答便语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３册，第３４５—３４７页。
（清）潘相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２ 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２９９种，台湾大通书局１９８４年版，第７８、８０页。

参见 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 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１４８—１５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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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范翔参订的 《四书体注》在乾隆时传入琉球，同样被广泛使用。

可见，琉球贡使和学人在汉籍入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，这有别于当时以商人为主要中介的

中日汉籍交流形式。① 在入琉汉籍中，以儒学、教化及诗文类书籍为大宗，史籍则以 “十七史”为

主，还包括下文涉及的医书等实用图书。由于琉球、日本都是经由海路购运汉籍，因而这条路线也

构成了流播汉籍的 “书籍之路”。不 过，当 时 琉 球 僻 处 海 外，华 商 罕 至，琉 球 人 来 华 要 “走 巨 舟，

冒风潮五六千里而后至福州”②，倘若没有琉球学人的努力，汉籍入琉恐会继续迟滞。也正是在清前

期中琉交好的背景下，大量琉球学人得以常驻福建，并持续开展书籍活动。

二　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与琉球市场

康熙时，琉球各岛已 “渐通中国字”，并 “购蓄中国书籍”③。至乾隆初，琉球上自国学下至私

塾所用教材 “多购于内地”④，以致 “福州刻琉球本”成了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新名词。⑤ 这些现象得

以形成，与福建发达的书籍供销网络密切相关。

围绕原材料的生产、刻工的流动、图书的印刷和销售，明清东南地区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书籍供

销网络。狭义上，书籍供销网络包含出版成本、售卖价格及市场流通情况等要素，直接关涉人们获

取书籍的难易程度。广义上，造纸、刻印等书籍生产中的各个环节，乃至是中外书籍的刊刻和互动

等现象，也应纳入思考范畴。既可从微观的时空对象着手，探寻书籍的印刷、流通等具体现象，亦

可从中国乃至东亚等宏观的维度，关照文明互 动 等 问 题。而 福 建 在 明 中 叶 就 已 号 称 “图 书 之 府”，

１７－１８世纪福建的三大书业中心更是实现了产、供、销的专业化分工，形成紧密联动的供销网络。

福州是其中的枢纽。作为福建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中心，福州拥有丰厚的出版资源，其刻书以

规模大、质量佳而闻名。明代福州官府刻书的数量就已稳居全省之首，且质量甚佳。⑥ 至清代，福

州官刻书籍多为钦定经史，私刻亦有大量有益风教的图书和乡邦文献。如鳌峰书院在康熙四十六年

刻印的 《正谊堂全书》，“取朱子语类、学的、文集、文类……真西山诸文集，尽刊布之，凡五十五

种”。⑦ 这部５００卷有余的丛书汇集了宋代以来的闽学名著，昭显出福州书院刻书之盛。同时，福州

的寺院刻书也渐臻高峰，如 涌 泉 寺 所 刊 佛 经 之 多，雕 印 之 精，一 时 独 步 禅 林。该 寺 于 清 初 刻 印 的

《法华》等书极为精湛，“驰盛誉于异域”⑧，在日本、琉球、马来西亚等国广为流布。

福州繁荣的官私刻书也带动了坊刻业的发展。由于中外官僚、文士往往汇聚于此，庞大的书籍

需求可以反哺市场，故福州的坊刻业在清代发展成南方重要的销售中心。适时福州的书肆集中在南

后街，即今日 “三坊七巷”的中心地段，有带草堂、古香斋等数十家书坊。周边官衙、学校密集，

图书需求量大，共同构成了繁荣的书市圈。从琉球馆到南后街较为便利⑨，程顺则等人的书籍活动

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于南后街进行。还有一则材料透露出琉球人在福州购书的情形：

（友人）问：“去书店里买几本书么，是什么书呢？”（勤学）答：“要买一部 《四书体注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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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中日汉籍流通的研究可参见 （日）大庭修著，戚印平等译：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。
（清）孙衣言：《琉球诗录序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１册，第１２５页。
（清）徐葆光：《中山传信录》卷４ 《琉球三十六岛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３０６种，第１３１页。
（清）潘相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２ 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２９９种，第７８页。

陈正宏：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序三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１册，第３页。

参见 （明）周弘祖：《古今书刻》上编 《福建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，第３５９页。
（清）游光绎：《鳌峰书院志》卷１６ 《杂述》，《中国历代书院志》第１０册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４４６页。

释弘一：《福州鼓山庋藏经板目录序》，载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：《鼓山艺文志》，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５９４页。

今日在原址上重建的柔远驿，与南后街相距约３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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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 《诗经注》、一部 《书经注》、一部 《礼记白文》、一部 《春秋胡传》，还要买一部 《古文觉

斯》，并一部 《唐诗》。”问：“买这许多的书，要带好些银子去了。”答：“银子也带不多，只带

得二三两就是了。”问：“有二三两差不多就够了。就是买了一个人怎么拿得回来呢？”答：“买

了就雇个人挑回家去”。①

可见，在福州购书相对便宜且运输方便，故琉球人乐于利用福州的书市，为其个人与国家汲取

文化资源。

在此基础上，清前期的福州与江南、日本、琉球形成了紧密联动的海上书籍供销网络。前揭琉

球学人要 “字画分明，纸张白净”的 “苏板”而非 “土板”，以及他们与店家就书价和 “年年都有

买”的对话，说明福州书坊常年供销 “苏板”，暗示了福州与江南书业的联系。福州书业与日本的

关联则直观地体现于唐船贸易上。在西川如见 《增补华夷通商考》例举的中华十五省土产中，提到

书籍的只有应天府和福州府。而在日本元禄以前 （１６８８－１７０３），来日唐船亦以福建船居多。② 有学

者统计，在清廷开海前的３７年间，至少有１２只福州船装运过汉籍到日本，数量至少为９２箱又６
包，同期的南京船只有１０只装运汉籍到日本。③ 梳理永积洋子整理的材料，可发现此期福建船载往

日本的汉籍至少有１１１箱又７包，其中至少包括１５只福州船曾载书到日，总数至少有１０３箱又７
包。④ 两相参照，即可知晓福州在清前期中日书籍贸易中的重要地位。

福州能够在东亚书籍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不仅因其具有区位优势和发达的书业，更在于它背

后有建阳、四堡等出版腹地与纸品市场的有力支撑。建阳在明代就以书多且价廉闻名，适时建阳书

业依仗外部销路，已被纳入包括福建和江南在内的大图书市场。⑤ 然而，受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禁书

政策的影响，建本在康熙时已 “不复过岭”⑥。尽管繁盛不再，但时人的活动透露出建阳坊刻在康熙

中至乾隆初仍有相当的活力。如康熙三十四年，潘耒得知 “闽中剞劂之费甚廉”，特携顾炎武 《日

知录》至建阳，“鸠工刻之以行世”；建宁知府庞垲在京时曾无力刻书，出守建宁后，因 “麻沙乃刻

工之所萃，始获板行之”。⑦ 大量刻工的存在，也为福州等周边府县提供了刊刻资源。沙县知县林采

就曾于康熙四十年向建阳 “远聘书坊善书数人、善刻数十人”⑧，刊印刚修成的地方志。这同中琉关

系的全面发展恰处同一阶段，而建阳又是琉球使团往返京闽的必经路段，故琉球人有足够的机会与

建阳书业产生联系。⑨

此时期建阳书业也被纳入了福州和琉球、日本的书籍供销网络当中。目前日本部分图书馆藏有

上千部建本汉籍，许多正是以１４—１８世纪的建本为底本进行翻刻或重印的，且大多留有建本的版

式、行款和牌记等信息。如清初建阳书坊曾广泛刊印建邑名士游艺的作品，其著名的 《天经或问》

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，日本江府嵩山房在１７３０年重印此书时，依据的底本正是建阳余明刻本；游

艺的 《诗法入门》作为诗歌入门宝典，在日本也有广泛的销路，日本人不仅在１６９０年据原版重刻，

“海上书籍之路”：清前期汉籍入琉与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（琉）佚名：《学官话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３册，第１７８—１７９页。
（日）大庭修：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，第４３页。

范金民：《缥囊缃帙：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》，《史林》２０１０年第１期，第７６页。

范金民遗漏了１６５２年３月的两艘福州船 （分别载有中国纸２１箱、汉籍３箱和汉籍３箱、纸３２包）。材料参见 （日）永积洋子

编：《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１６３７－１８３３年：復元唐船貨物改帳·帰帆荷物買渡帳唐》，日本创文社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３８—９９页。
（美）贾晋珠著，邱葵等译：《谋利而印：１１至１７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，第２１０、２１３页。
（清）王士禛：《王士禛全集·居易录》卷１４，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版，第３９５１页。
（清）潘耒：《遂初堂文集》卷６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１７０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３０４、３１１页。
（康熙）《沙县志》卷首 《凡例》，康熙四十年刻本，第１７ｂ页。

如琉球人魏学源的 《福建进京水陆路程》记录了沿途的地名、风俗和物产情况，显然参考了当时福建书市流行的日用类书以及

商编路程图。参见王振忠：《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》，《海洋史研究》第１０辑，中国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 版，

第６０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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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在１９世纪初又 两 次 重 新 选 刊； 《唐 诗 鼓 吹》也 曾 于１６８９年 在 日 覆 刻，其 底 本 为 顺 治 十 六 年

（１６５９）建阳明雅堂江碧潭刻本。① 而琉球人在福州书店提到的 “土板”具有典型的建本特征，很可

能就是从建阳或四堡运来的。

闽西的四堡书业也是清前期福建书籍供销网络的重要部分。四堡书商或将书籍带出售卖，或是

在福州、泉州等地开店经营，形成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供销链条，从而将四堡书业融入了东南沿海

的商贸网络。② 最早传入琉球的 《四书体注》便很可能是四堡本③，而各版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对话也

证明此书在福州书市中较 为 常 见。闽 西 北 同 时 是 明 清 造 纸 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一，延 平、建 宁、邵

武、汀州各府皆造纸，晚明藏书家胡应麟评价 “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……价直既廉而卷帙

轻省，海内利之”④。清代汀州纸品更是 “远行四方”⑤。因此，不论是四堡书商在福建内外的经营网

络，还是为书业发展提供材料支撑的闽西纸品，均在整体上优化了福建的书籍供销条件。

拓宽视域，可发现福建同时是中外书籍互通之地。明末清初的建阳书业享誉中外，尤其是建本

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等小说与医书，对东亚书籍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；四堡书籍则辐射至

琉球、安南等地；福州不仅是中、琉、日书籍贸易的枢纽，而且从 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》来

看，福州是传教士进行 “书籍传教”的主要地区，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州曾刊刻至少四部天

学书籍，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、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也有在福州刊书的记录。⑥ 另据法国国家

图书馆珍藏的 《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》，明末清初福州的钦一堂至少刊刻有５１种天学图书。⑦ 结

合琉球书籍多自福州购回的情况，此时的福州可谓是京城及江南之外另一大中外书籍互通的窗口。

清前期的福建形成了以福 州 为 中 心 的 书 籍 供 销 网 络，它 向 内 关 联 建 阳、四 堡 和 江 南 等 出 版 腹

地，对外经由海路连接琉球、日本等域外市场。而福建便利的出版条件、繁荣的书籍市场、多元的

书籍文化，无形之中导引着琉球学人的书籍活动。究其根本，是清代对琉球实行的优待政策、琉球

学人的群体性努力，以及福建内外书籍供销网络的紧密联动，共同推动了汉籍入琉的历史进程。

　　三　书籍传播与中琉文化交往的深入

书籍的流通时常带来相异文明的碰 撞 与 交 融。此 前 人 们 重 视 精 英 群 体 在 中 琉 文 化 交 往 中 的 作

用，但倘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汉籍流布进程，中华文教难以真正深入海外社会。１７世纪末，琉球建

立孔庙，逐渐发展出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体系，图书需求陡增。此时期大量汉籍进入琉球，得益于

琉球学人对福建书业的广泛利用。

首先，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为琉球人购买汉籍、出版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。琉球在１６世纪仍处于

“国无典籍，其沿革不能详然”的文化荒蛮状态⑧，直到程顺则等人将大量汉籍和雕版带回本土，才逐

渐改善了琉球书籍匮乏的情况。检阅各类琉球汉籍，即可发现福建本的影子可谓是无处不在。⑨ 应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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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三书的翻刻情 况，参 见 陈 旭 东 编 著：《日 本 翻 刻 建 本 汉 籍 图 释》，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２０年 版，第９、２１２—２１５、３２２、３２６、

３０８页。
（美）包筠雅著，刘永华等译：《文化贸易：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３４页。
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 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１５８页。
（明）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４ 《经籍会通四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４３页。
（清）杨澜：《临汀汇考》卷４ 《物产考》，光绪四年刻本，第３ｂ页。
（法）费赖之著，冯承钧译：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９５、１３７—１４０、１９８、２２９页。

谢水顺、李珽：《福建古代刻书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６０—３６１页。
（明）陈侃：《使琉球录》，《台湾文献丛刊》第２８７种，第２４页。

陈正宏：《琉球本与福建本———以 〈二十四孝〉〈童子摭谈为例〉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２０１２年第１期，第１０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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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京城、江南也有发达的书籍市场，但多数琉球人不能前往这些地区。对于能够进京的琉球贡使

而言，京城也并非唯一的购 书 地 点，琉 球 贡 使 往 返 时 经 过 的 建 阳、福 州 也 可 满 足 需 求。在 可 行 性

上，琉球人亦难以在京城等地大规模购书。无论是中国册封使，还是琉球进贡使团，他们输往琉球

的货物大多都在福建置办，这一方面是因清廷的优待政策主要落实于福建，另一方面也因福州与京

城有千里之遥，若往返时携带过多的物品和书籍，必然 “广费夫力，至难莫大焉”。① 因此，在福建

购书是最佳选择。作为全省的贸易中心，福州比建阳及四堡更便于琉球人开展活动。在此既可买到

建阳、四堡及江南的图书，也能在刊书时调用建阳刻工及闽西的纸品，购书后更是可以就地装货归

国。此皆福建书籍供销网络带来的便利，亦是琉球人主要在福州开展活动之缘由。

其次，借由福建书籍供销网络搭起的文化桥梁，琉球人得以逐渐以闽刻汉籍为母本，将相关书

籍本土化，从而助力琉球社会的发展。如琉球学者用官话将清初的白话小说 《人中画》重编为故事

文本，用作教材读物；《尊驾》《白姓》也是琉球人自己重编的汉语教科书②。伴随１８世纪琉球学校

教育的发展，汉籍教材也有了层次之别。 《三字经》 《二十四孝》等书成为琉球初等教育的通用课

本，《六谕衍义》《小学》等书主要为次级教育使用，在久米村明伦堂和首里的国学当中，则以 《四

书体注》《五经体注》 《二十一史》 《近思录》及 《唐诗合解》为教材。③ 各地兴起的私塾则主要以

《十三经注疏》为教学内容。④ 这些教材多刊印于福建，并以图书和书版的双重形式输入琉球。而经

史之学进入琉球学校科考的情况，也证明儒家文化已日益深入琉球社会。

明代中琉虽有２００多年的交往，但当时琉球 “亦不过粗知大义耳，而文章风雅未之有闻”。到

了１８世纪，历任琉球国王多受儒学熏陶，并精通汉诗。至于能出入经典、吟诗作赋的士大夫亦不

可胜数。至迟在雍正年间，琉球的风俗教化已被清人所认同：“其国风尚民情，大率与我中国略同，

好诗书，喜歌赋。自国王而下莫不能诗。谓其国中建圣庙，设师儒，训诂讲解，名有专职。六经诸

书而外，复讲 ‘上谕十六条’。余初闻之，疑近自誉，及出其 《中山诗文集》示余，展读一过，始

信其言之不谬也。”⑤ 可见，琉球文教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原先 “崇信巫觋之术”的风俗亦渐趋淡化。⑥

结合官话课本中琉球人 “四书五经都读”“读书、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”等对话⑦，可知琉球已颇具

华风，“向学之诚，视朝鲜若尤勤焉”⑧。

由福建传入的医书等实用类书籍也对琉球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１６世纪时，琉球 “国无医药”，

入清后，琉球屡次派人赴闽习医，后来成名的魏士哲、吕凤仪等人皆在其列。这些来华习医的琉球

人需研读 《医宗金鉴》《本草纲目》等６０余种汉籍医书。⑨ 而建阳、四堡都是供应医书的重镇，琉

球医者接触医书较为容易，一些医书正是通过他们传入琉球和日本萨摩地区。善书的流播线路同样

如此，琉球版 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母本，正是从福州传入的闽版 《敬信录》。�10 而闽版善书的输入，也

持续影响着琉球刊印善书的风潮及其庶民教化。

第三，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带动了琉球纸品市场和出版业的发展。琉球四面环海，林木资源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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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日）冲绳县历代宝案编辑委员会：《〈历 代 宝 案〉校 订 本》第１册，卷１４，日 本 冲 绳 县 立 图 书 馆 史 料 编 辑 室１９９２年 版，第

４６９页。
《尊驾》《白姓》已收入 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３册。
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 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１５７—１５８页。
（清）齐鲲、费锡章：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２ 《学校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２９册，第４５４、４５７页。
（清）任五伦：《中山诗文集序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２２册，第３３８—３３９页。
（琉）蔡铎、蔡温、郑秉哲：《〈中山世谱〉校注本》卷９ 《尚敬王》，第１４８页。
（琉）佚名：《学官话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３册，第１４２页。
（清）孙衣言：《琉球诗录序》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３１册，第１２５页。

何兰萍：《清代中国培养琉球医学人才的个案研究———以 〈琉球百问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中医教育》２０１４年第３期，第７３页。
（日）酒井忠夫著，孙雪梅译：《中国善书研究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８０４—８１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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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，因而缺少雕版印刷业所需的原材料。其纸品与书籍市场的开辟，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福建。前揭

福建的造纸业发达、纸 品 性 价 比 高，康 熙 时，一 批 琉 球 人 赴 闽 学 习 造 纸 工 艺，琉 球 “造 纸 自 此

始”①。此后闽纸成为中琉贸易中的重要物品，在琉球出版业快速发展的１８世纪，琉球人通常会从

福建运回大量纸张。如乾隆三十九年 （１７７４）琉球使团带回毛边纸５７６００张、大油纸２０００张、红

纸１０００张；乾隆四十一年购毛边纸２１００６０张、甲纸４３５１６斤、红纸２００张、大油纸２１００张及纸画

２９张。② 毛边纸即主要用于书写和印书。类似的档案记录在１９世纪后仍较常见③。可见琉球购纸量

之大、持续时间之长。源源不断的闽纸为琉球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材料基础，从福建传入的汉籍书

版则助力了琉球出版技术的进步。琉球人或覆刻闽版使用，或在其基础上改造，逐渐探索出了本土

化的书版模式与图书内容。至迟在乾隆年间，琉球已可按需自主印刷汉籍。

第四，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拓展了东亚 “书籍环流”的范围和层次。“书籍环流”包含书籍在

传播中的多向循环，书籍内容的阅读、接 受 并 反 应 的 互 动，以 及 由 此 引 发 的 观 念 和 文 化 立 场 的 变

迁。④ 而闽刻汉籍直接影响了琉球文教，也广泛流传于日本社会，显然构成了 “书籍环流”的重要

一环。其中的典型是 《六谕衍义》，此书用简明 之 语 阐 释 了 明 太 祖 的 圣 谕 “六 言”，便 于 在 民 间 传

播。它不仅成为琉球学校的用书，而且江户幕府也对其进行了校对和翻译，所成 《六谕衍义大意》

在明治维新前都是日本地方学校的指定教材；程顺则在福州出版的 《指南广义》则校明了往返中琉

的针路，并载有中日海域的地理、天文等资料，成为琉、日来华人员的必备指南；⑤ 近世琉、日社会

共享的重要汉籍资源还包括程顺则的 《学燕堂游草》及其恩师陈元辅的 《枕山楼课儿诗话》，前者影响

了日本的绘画与诗文创作，后者则成为了琉、日学人的诗歌入门教材。⑥ 相似之例，不一而足。

不仅从福建传入琉球的书籍进一步流播至日本，中国的许多佛道经籍也在琉球与日本、朝鲜的

海上贸易中 “环流”。《历代宝案》中载有琉球通过朝鲜输入的汉译佛道经籍，有 《法华经》《道德

经》等。而日本人在 唐 代 以 后 便 时 常 从 中 国 购 书，其 “四 书 五 经 及 佛 书、白 乐 天 集，皆 得 自 中

国”⑦。故琉球也有部分汉籍是从日本传入的，如毛利贞斋 《四书俚 谚 钞》和 黄 坚 的 《古 文 真 宝》，

在朝、日、琉三国均被视作诗文入门教材。⑧ 再如 《玉烛宝典》《古文真宝》等在中国几近佚失的古

籍，即得益于琉球等国的保存，重新为国内学界所注意。⑨ 《六谕衍义》也存在相似的流转路径，即

由闽入琉，再由琉入日，近代以来，它又作为珍本古籍回到国人的视线当中。

当然，不只琉球人充分利用了福建的书籍供销网络，清人同样借此加深了对琉球社会的认知。

福建文士与琉球学人交游酬唱，为之撰写诗文序跋，并利用福建书业，刻印与琉球相关的著作。如

《小琉球漫志》《琉球国志略》等书多刻印或覆刻于福建。�10 这些活动既反哺了福建书业，又增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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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琉）郑秉哲：《琉球国旧记》卷４，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》第１５册，第６１页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１５４—１５７、１７２—１７４页。

如嘉庆二十六年，琉球人仍购 “毛边纸１１８０００张” “甲纸２８４００斤” “大油纸１８００张”，参见 《清 代 中 琉 关 系 档 案 选 编》，第

５３３—５３４页。

张伯伟：《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———以 〈清脾录〉为例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，第１６５页。
《指南广义》甚至成为了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力证。参见万明：《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２０１６年

第３期，第８４—８５页。
（日）上里贤一：《琉球对儒学的受容》，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３卷第１期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１３页。
（清）潘相：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卷２ 《书籍》，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》第２９９种，第７８页。
（日）高津孝：《琉球における書物受容と教養》，载 （日）岛村幸一编：《琉球：交差する歴史と文化》，第１５４页。
《玉烛宝典》的流传参见 （日）石川三佐男：《日中 “书籍之路”与 〈玉烛宝典〉》，载王勇等著：《中日 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，北

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，第３２—４１页。《古文真宝》自元末传入朝鲜和日本，影响力经久不衰。近年在中、日、韩学者对异

域汉籍的研究中，此书受到了特别关注。参见熊礼汇：《〈古文真宝〉的编者、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、日本的传播》，《人文论

丛》２００７年卷，第４７１—５０３页。
（清）朱仕玠：《小琉球漫志》卷首 《自序》，《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》第２９册，第１２—１３页。如 《琉球国志略》等书也在不

同时期出版或重刻于福建。参见谢水顺、李珽：《福建古代刻书》，第３８６、３９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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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、琉士人彼此的交流与文化认同。

总之，不论是琉球对汉籍的 吸 纳、文 教 的 发 展、出 版 业 的 开 辟，抑 或 东 亚 的 “书 籍 环 流”过

程，都与福建及其书籍供销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四　 “书籍之路”与东亚文化中的局部和整体

“琉球自入清代以来，受中国文化颇深”①，这一影响通过东亚海域的 “书籍之路”②，实现文化

的局部扩散与整体丰盈。中琉两国虽建交于明初，但汉籍入琉却是康熙朝以后才大量出现的现象。

在清廷的对琉政策下，琉球得以派遣大量勤学生常驻闽地。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，向内关联建

阳、四堡和江南等出版腹地，对外连接琉球、日本等海外市场的书籍供销网络，其繁荣的图书市场

和多元的书籍文化，无形导引着琉球学人的活动。这种在政策、学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产生的历

史性关联，深刻影响了琉球文明的发展。

从根本上说，汉籍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流动形式，其影响比人本身的活动持续时间更长、涵盖

范围更广。伴随着中琉学人的频繁互动和汉籍入琉的历史进程，中琉之间的交往也得以逐层递进，

最终触及思想文化层面的互动。由于琉球木材稀缺、出版业落后，故琉球人首先借助福建书业改善

本土书籍匮乏的情况，并通过引入闽纸和闽版，带动琉球出版业的进步。之后，琉球人以闽刻汉籍

为母本，逐渐探索出本土化的书版模式与教材内容。而各类汉籍的普及，又影响了琉球教育、医疗

和礼俗的发展。可见东亚的海路已不只是朝贡与商贸之路，亦是一条流播中华文教的 “书籍之路”。

同样，在该时期成 形 的 是 东 亚 的 “书 籍 环 流”网 络。 “明 清 时 期 的 东 北 亚 存 在 一 个 ‘书 籍 环

流’，书籍通过 ‘海上书籍之路’和 ‘陆上书籍之路’在江南、北京、辽东、朝鲜、日本之间流转

成一个国际性的圈形网络。”③ 但 “书籍环流”还应包含福建、琉球这两大地区。尽管在汉籍的域外

传播上，福建的总体影响或许不如北京和江南，琉球对汉籍的吸收亦不及朝鲜。然而福建在１７至

１９世纪中、琉、日之间 “书籍环流”的过程中曾处于枢纽的位置。琉球人的活动也昭示出他们在汉

籍传播中的某些过渡性作用，类同于琉球在东亚经济贸易 “中转站”的角色，尤其在清前期中日关

系几近隔绝的情况下，作用更为显著。因此，东亚的 “书籍环流”网络只有涵括福建和琉球才符合

历史事实，也才足够完整。

正如李伯重所言，儒家文化圈在１５世纪后才在东亚世界取得实质性进展。④ 对于东亚世界中最

小、“藩俗”最深的琉球而言，正是１７－１８世纪中琉书籍之交的深入，使得中华文教日益渗透到了

琉球社会的各个环节，由此，儒家文化圈也得以进一步扩大。而中、琉、日海域的 “书籍环流”过

程，亦体现出不同时期中琉、中日及日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并延续影响至今。

【项目说明】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２３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

所重大基地项目 “清代政教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”成果，项目编号：２２ＪＪＤ７７００６２。

（作者孙岩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　邮编１００８７２）

（责任编辑　哈恩忠）

“海上书籍之路”：清前期汉籍入琉与福建书籍的供销网络

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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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史稿》卷５２６ 《琉球传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，第１４６２１页。

王勇提出古代中日海域存在一条 “书籍之路”，它以汉籍、海路和学人为依托，以精神文明互动为内核。参见王勇：《“丝绸之

路”与 “书籍之路”—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 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０３年第５期。

黄修志：《书籍与治教：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 “小中华”意识》，《世界历史》２０１８年第１期，第６２页。

李伯重：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，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版，第２０６页。


